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柳经纬：《渐行渐远的民法典》，载《比较法研究》2012 年第 1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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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高其才、陈寒非：《调查总结民事习惯与民法典编纂》，载《中国法律评论》2017 年第 1 期；高其才：《民法典编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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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王利明、周友军：《我国〈民法总则〉的成功与不足》，载《比较法研究》2017 年第 4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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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日民商法研究》2004 年版，第 323 页。
陈柏峰对于中国传统“祖业”观念的深入分析以及对其现实意义的挖掘，可堪作为一项标杆性的研究。参见陈柏峰：《中国
农村地权秩序的“通三统”：基于“祖业”观念和实践的分析》，载《历史社会学与民法典编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中国
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，2017 年 5 月 20 日。
参见陈荣隆：《台湾农育权之立法特色与未来课题》，载杨奕华、林三钦主编：《中国法制比较研究论文集》，瑞明印刷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参见王泽鉴：《民法物权》（第 2 版）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，第 343 页。
参见日本民法学家星野英一在“中日民商法典编纂比较研讨会”上的发言。此发言整理稿，载渠涛主编：《中日民商法研究》
（第 1 卷），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，第 532 页。“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在法律舞台上占统治地位的并非统一国际条约，并且
在欧洲范围内也不是用以协调成员国法律的欧盟指令，而是国际范围内的统一合同模式。其中大多数都是一些非典型合同，
它们不是由各国立法者所创造的，而是由跨国巨头的法律部门以及各行业国际协会的顾问们所创造的。”参见［意］F. 卡尔
卡诺：《商法史》，贾婉婷译，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，第 202—203 页。
王利明：《民法典的时代特征和编纂步骤》，载《清华法学》2014 年第 6 期。
参见王利明：《〈民法总则〉的本土性与时代性》，载《交大法学》2017 年第 3 期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参 见 铁 面 判 官：《 民 法 总 则 立 法 中 的 保 守 主 义》， 载 http://www.360doc.com/content/17/0318/23/37063_638041365.
shtml，2017 年 10 月 20 日访问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私法现代化的最佳范例”。See Martijn W.Hesselink,The New European Private Law: Essays on the Future of Private Law 
in Europe,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,p.158.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10 月 20 日访问。
薛军：《当我们说民法典，我们在说什么》，载《中外法学》2014 年第 6 期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参见［日］川岛武宜：《现代化与法》，王志安等译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，第 297 页。
［加拿大］欧内斯特·温里布：《私法的理念》，徐爱国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，第 14 页。
参见苏永钦：《现代民法典的体系定位与建构规则：为中国大陆的民法典工程进一言》，载《交大法学》（第 1 卷），上海
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，第 82—83 页。
参见《土库曼斯坦民法典》，魏磊杰、朱淼、杨秋颜译，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，第 232 页。
参见薛军：《当我们说民法典，我们在说什么》，载《中外法学》2014 年第 6 期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参见顾培东：《当代中国法治共识的形成及法治再启蒙》，载《法学研究》2017 年第 1 期。
关于《物权法（草案）》“违宪”之争的系统梳理，可参见柳经纬主编：《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：民商法卷》，厦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，第 73 页。







国专家援助下参考《土库曼斯坦民法典》，于 2002 年颁布了一部新的《蒙古国民法典》。与蒙古的情形类似，越南于 1995
年颁行了一部民法典，并于 2005 年对其进行了重大修订，以至于可称其为一部崭新的民法典。
参见［美］乌戈·马太：《风向为何转变：西方法律智识领导权的变迁》，吴雅婷译，魏磊杰校，载《岳麓法学评论》（第 11 卷），
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7 年版。
41
42
完善。41对于国家而言，晚近两百年的列国竞逐，
法律智识领导权的获取，从来不是单凭一部民法典
而得以成就的，而更多地需要依托民族国家内在强
悍的软硬实力。42改革开放四十年来，在缺乏系统
的民事立法的情势下，中国经济仍然创造了很多奇
迹，这一现实在很大程度上足可印证民法典之于国
家经济建设并非不可或缺。其三，毫无疑问，我国
立法者编纂出的民法典，最终被冠以的前缀必然是
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而非其他别的国名，这就决
定了在谈民法典编纂时要意识到我们究竟是在何
种历史与政治语境下来谈，而不能忽视甚或无视所
身处的这个历史与政治语境。换言之，只谈民法典，
而掩耳盗铃般地不谈其所依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
这并非一种真诚与客观的学术态度。当然，不得不
说，认识的更新乃至认同的改变，或许是摆在一些
民法学人面前的最大挑战。但既然身处这个特定的
时空语境中，就要直面此等挑战。想来，只要立场
中肯，到达或许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时间问题。
